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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欧美国家长期以来主导着全球物种保护策略，但现阶段的欧美式全球物种保护策略并未

促成保护目标的可持续实现，甚至引发了新的负外部性问题。 欧美主导的全球物种保护策略固

然为全球物种保护规则的发展做出过贡献，但其底色仍是殖民逻辑。 这一策略通过推动狭隘保

护议程在发展中国家的适用，实现对发展中物种分布国自然资源管理权的干预。 这一策略不仅

异化了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的保护理念，还混淆了物种濒危的真实因果关系，并导致了《濒危野

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规则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别适用。 矫正欧美式全球物种保

护策略，需要践行物种分布国及其人民是本土物种最佳保护者的宗旨，并坚持多元化的全球物种

保护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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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种保护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部分，
属于人类共同关切事项。 相较于其他国际环境

事务，物种保护议题既具特殊性，也有普遍性。
特殊性在于物种在全球自然分布的不均衡决定

了各国在承担保护义务、享受保护成果时存在

天然的不均衡；普遍性在于这一议题同样未能

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独善其身，仍受制于主流国

际话语。 因此，虽然受保护物种多分布在南半

球和发展中国家，但当前主导全球物种保护话

语和规则制定的仍是以欧洲和美国为代表的西

方发达国家。 后者在国际上推行的保护策略可

被概括为欧美式全球物种保护策略。
欧美式全球物种保护策略不同于欧美国家

在其国内坚持的保护策略。 后者多以盟内法规

或国内法的形式指导本土物种保护实践，始终

坚持可持续利用与保护相结合；而前者多依托

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以下简

称 ＣＩＴＥＳ）这一对缔约方具有强制力和威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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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公约塑造全球保护方案，在涉他国物种

议题上排斥可持续贸易的适用。 欧美式全球物

种保护策略未能如其国内策略一般获得良好保

护效果，同时在物种分布国引发了一系列负面

效应。 鉴于此，本文将聚焦于分布有全球受争

议物种最多的非洲、部分美洲和欧洲的物种案

例，识别欧美式策略的生成逻辑，探析其何以失

灵，并提出全球物种保护策略的合理进路，以助

力真正国际合作下的全球物种可持续保护。

一、欧美式全球物种保护策略的失灵

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禁令的普遍化、反盗

猎的严厉化、排斥发展中国家适用消耗型可持

续利用，以及强制剥离物种分布地的原住民是

常见的欧美式全球物种保护策略。 然而，在这

一策略指导下的保护实践未能实现预期效果，
并在物种分布国引发了新的负外部性。

１．１　 预期的保护效果未能实现

借助 ＣＩＴＥＳ 为野生生物国际贸易设置禁令

是近三十年来最常见的欧美式全球物种保护策

略。 作为管制和监督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

易的国际法依据，ＣＩＴＥＳ 的宗旨是管制而非完全

禁止受保护物种的国际贸易，以附录、许可证及

出口限额等方式保护物种不因贸易被过度开发

利用。 ＣＩＴＥＳ 以附录形式分级分类管控物种贸

易，列入附录Ⅰ的物种，其野外种群不被允许开

展以商业为主要目的的国际贸易；列入附录Ⅱ
的物种，允许在监管条件下开展一定程度的国

际贸易。 设置贸易禁令是指将物种列入附录Ⅰ
或附有严格注释条件的附录Ⅱ中。

以 物 种 保 护 中 备 受 关 注 的 非 洲 象

（Ｌｏｘｏｄｏｎｔａ）为例，其广泛但不均衡地分布在非

洲大陆。 由于总体数量骤减，为抑制由非法贸

易产生的盗猎，１９７７ 年非洲象被列入 ＣＩＴＥＳ 附

录Ⅱ；１９８９ 年从附录Ⅱ升至附录Ⅰ；南部非洲国

家津巴布韦、博茨瓦纳、纳米比亚的象群和南非

的象群分别于 １９９７ 年和 ２０００ 年降为附条件的

附录Ⅱ；２００７ 年形成了当前的非洲象贸易管理

格局，即非洲象种群分列于附录Ⅰ和附录Ⅱ，附
录Ⅱ种群受到注释 ２ 约束，意味着仅有注释 ２
中列出的象标本被允许按附录Ⅱ开展贸易，其
余象标本仍按附录Ⅰ管制。① 故非洲象贸易规

则可被概括为 １９８９ 年至今被禁止的象牙贸易

和 ２００７ 年之后南部非洲四国有限的象标本贸

易。 有必要通过数据来检验贸易禁令的保护

效果。
如表 １ 所示，非洲大陆象群总数来看，禁令

实施后的确有所回升，但远未恢复至禁令前。
禁令前，东非国家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象群数

量几乎占到了非洲大陆的 ３０％；对比禁令前后

即 １９８０ 年和 １９９５ 年的数据可以看出，为非洲象

群总数断崖式减少作出主要贡献的正是该两

国，非洲大陆象群总数减少近 ８０％，肯尼亚和坦

桑尼亚象群分别减少近 ８０％和 ７７％。 与此相

反，南部四国的象群数量持续增长，自禁令后跃

升为非洲大陆象群增长的主要贡献者。 值得注

意的是南部象群的增长并不始于禁令，而是禁

令前 １９８０—１９８９ 年间就已实现了增长，到 ２００７
年时象群数量几乎是 １９８０ 年时的 ２． ５ ～ ７ 倍。
与此同时，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增长后的象群数

量仍不及禁令前数量的三分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东非国家肯尼亚和坦桑尼

亚恰巧是 １９８９ 年欧美国家环境署及国际非政

府组织联合发动象牙禁令运动时在非洲地区的

盟友，坚定地支持贸易禁令。② 此外，非洲象数

据库显示至 ２０１６ 年，东部非洲仍是非洲全境盗

猎最为猖獗的地区，该地区的非洲象总量是

２００７ 年数据的一半，其中坦桑尼亚的象群数量

减少了 ６０％。③ 这很大程度上说明，贸易禁令未

能有效且可持续的实现这些主张禁令的国家所

预期的抑制盗猎以保护大象的目标。 相反，数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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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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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表明在多届 ＣＩＴＥＳ 缔约方大会上反对禁令的

南部非洲国家实现了良好可持续的保护，他们

所主张的保护方式是与坚持禁令的欧美式策略

相异的可持续贸易。

表 １　 非洲象贸易禁令前后东非两国和南非四国的非洲象数据（单位：头）

１９８０ 年 １９９５ 年 １９９８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７ 年

非洲大陆 １ ３４３ ３４０ ２８６ ２３４ ３０１ ７７３ ４０２ ０６７ ４７２ ２６９

肯尼亚 ６５ ０００ １３ ８３４ １４ ３６４ ２２ ０３６ ２３ ３５３

坦桑尼亚 ３１６ ３００ ７３ ４５９ ６７ ４３１ ９２ ４５３ １０８ ８１６

博茨瓦纳 ２０ ０００ ６２ ９９８ ７６ ６４４ １００ ６２９ １３３ ８２９

津巴布韦 ３０ ０００ ５６ ２９７ ６３ ０７０ ８１ ５５５ ８４ ４１６

南非 ７ ８００ ９ ９９０ １１ ９０５ １４ ０７１ １７ ８４７

纳米比亚 ２ ７００ ５ ８４３ ６ ２６３ ７ ７６９ １２ ５３１

　 　 说明：本表格选取了受盗猎影响最严重的东非两国和持有不同保护立场的南非四国。

数据来源：１９８０ 年数据来源：“ ＩＵＣＮ ／ ＷＷＦ ／ ＮＹＺＳ Ｅｌｅｐａｎｔ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Ｅｌｅｐｈａｎｔ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 Ｅｘ⁃

ｃｅｒｐｔｓ）”，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５， １９８０， ｈｔｔｐｓ： ／ ／ ｄｉｇｉｔａｌｃｏｍｍｏｎｓ．ｗａｙｎｅ．ｅｄｕ ／ ｃｇｉ ／ ｖｉｅｗｃｏｎｔｅｎｔ．ｃｇｉ？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１０６１＆ｃｏｎｔｅｘｔ ＝ ｅｌｅｐｈａｎｔ；１９９５ 年数据来源：“Ａｆ⁃

ｒｉｃａｎ Ｅｌｅｐｈａｎｔ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１９９５”， ｈｔｔｐｓ： ／ ／ ｐｏｒｔａｌｓ．ｉｕｃｎ．ｏｒｇ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ｅｆｉｌ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ＳＳＣ－ＯＰ－０１１．ｐｄｆ；１９９８ 年数据来源：“Ａｆｒｉｃａｎ Ｅｌｅｐｈａｎｔ Ｄａｔａ⁃

ｂａｓｅ １９９８”，ｈｔｔｐｓ： ／ ／ ｐｏｒｔａｌｓ．ｉｕｃｎ．ｏｒｇ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ｅｆｉｌ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ＳＳＣ－ＯＰ－０２２．ｐｄｆ；２００２ 年的数据来源：“Ａｆｒｉｃａｎ Ｅｌｅｐｈａ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０２”，ｈｔ⁃

ｔｐｓ： ／ ／ ｐｏｒｔａｌｓ．ｉｕｃｎ．ｏｒｇ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ｅｆｉｌ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ＳＳＣ－ＯＰ－０２９．ｐｄｆ；２００７ 年的数据来源：“Ａｆｒｉｃａｎ Ｅｌｅｐｈａ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０７”，ｈｔｔｐｓ： ／ ／ ｐｏｒｔａｌｓ．

ｉｕｃｎ．ｏｒｇ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ｅｆｉｌ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ＳＳＣ－ＯＰ－０３３．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

　 　 物种分布国的保护实践需要稳定且持续的

保护资金支持。 当前，采取非消耗型利用被欧

美式保护策略视作合法的保护方式，如观光旅

游等。 但这些保护方式的收入在疫病传播、政
治不稳定和武装冲突面前不堪一击。① 能够提

供稳定保护收入来源的消耗型利用方式并不为

欧美式全球物种保护策略所取。 南非拥有着全

球 数 量 最 多 的 南 部 白 犀 牛 （ Ｃｅｒａｔｏｔｈｅｒｉｕｍ
ｓｉｍｕｍ），“去角保护”（ｄｅｈｏｒ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是
南非为防止犀牛盗猎采取的有效保护措施。 去

角保护及个体自然死亡大大增加了南非的犀角

库存，当地政府及社区均认为出售犀角库存能

够有效反哺犀牛保护及对抗盗猎所需的资金。
但由于欧美式全球物种保护策略反对物种分布

国采取犀角贸易这一消耗型利用方式，看护犀

角库存和防范犀牛盗猎正面临缺乏资金回流的

巨大压力。② 事实上，因保护资金减少受损最大

的就是犀牛自身。
此外，原住民仍难以获得决策本土保护项

目的机会和惠益。 越来越多的物种保护成功案

例证明了物种保护效果与该地区原住民的权利

和惠益保障密切相关。 虽然欧美式策略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起开始倡导旨在将农村发展和自

然保护相结合的“基于社区的自然资源管理”方
法，但仍未实现对原住民的真正赋权。 殖民时

期殖民者对被殖民地区野生动物管理模式的长

期塑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这些地区的保护现

状。 保护区、狩猎区的划定将原住民驱离其土

地并与野生动物资源分离，使分布有大量野生

动物的土地很大比例上归少数白人群体和国家

所有。 欧美式策略主张以免受人类生产生活影

响的方式保护国家公园及动物，将原住民隔离

在保护地之外，但允许向付费许可的国内外私

人资本开放。 区别化的封闭和开放在加强私有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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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关系的同时破坏了原住民的原有社会关

系，①后者很难真正从中获取利益。

１．２　 新的负外部性逐渐显现

欧美式策略反对发展中物种分布国适用消

耗型利用方式保护本土物种，在物种丰沛或超

出生态承载量的地区引发生态问题。 《南非共

和国大象管理国家规范和标准》曾将捕杀（ｃｕｌｌ⁃
ｉｎｇ）作为保护区象群管理的最后选择，但这一种

群控制计划因欧美式策略的人道主义质疑受到

阻碍。② 种群管理方法的缺失使种群丰沛地区

的受保护物种成为生态破坏和妨碍其他物种生

存的威胁。 以非洲象为例，近二十年来南部非

洲象群数量的扩张正在给本土其他野生动植物

带来危机。 津巴布韦国家公园的象群数量已超

出其生态承载量的两倍，③长期保持高位的象群

数量会对本土原有生物多样性产生负面影响。④

已有研究发现非洲象对猴面包树的破坏程度随

象群密度增加而显著增加，与此同时也会降低

树栖类蜥蜴的相对丰度。⑤

物种分布地人口数量的增长和物种保护目

标的实现常伴随人兽冲突问题，尤其在种群数

量丰富的地区。 有研究表明当前至少有十个非

洲国家面临人象冲突难以缓解的困境。⑥ 作为

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物种，非洲象对活动范围的

需求意味着种群过量会增加走出保护区象群与

人类接触的机会。⑦ 人象冲突于以庄稼、牲畜为

生计的农民而言损失高得难以承受，人员伤亡

事件更有可能引发报复性捕杀。⑧ 早期分布国

可通过种群控制、问题个体捕杀、个体自然死亡

等获取到的象牙、象皮、象肉贸易收入用以补偿

农民损失，但欧美式策略的反对使得当地的可

观收入骤减，政府面对频繁的人兽冲突无力提

供更多补偿。 同时欧美式策略以会干扰野生动

物活动、减少景观的连续性或妨碍物种迁徙为

由反对设置大规模围栏。⑨ 政府在处理人象冲

突问题上的能力不足，进一步塑造着当地社区

对非洲象保护的认识和立场。􀃊􀁉􀁒

不同于欧美对国内盗猎行为的轻罪化处

理，欧美式全球物种保护策略支持其他物种分

布地区反盗猎的军事化。 非洲地区部分物种分

布国正不断升级打击盗猎的措施。 例如欧美国

家持续提供资金支持南非部署更为严厉和先进

的军事化反盗猎装备，然而在南非犀牛的盗猎

率低于出生率并维持着总数量的持续上升。􀃊􀁉􀁓

与此同时，由于利润和盗猎方法的复杂程度不

同，盗猎象和犀牛的群体在大部分情况下并不

一致。 盗猎非洲象的多为将狩猎作为生计组成

部分的平民，而盗猎犀牛的多是组织严密的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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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团体。① 然而，军事化反盗猎很少区分生计盗

猎和商业盗猎。 一些非洲国家允许护林员当场

击毙有盗猎嫌疑的人，这些人中几乎少有核心

人物，而多为缺乏装备的普通农民。② 有学者指

出了军事化反盗猎中的人权危机，不必要的反

盗猎措施实质上反映了掌权者对穷人及其资源

诉求的恐惧，它通过将穷人塑造成一个无所不

在、无恶不作的敌人形象来合法化野生动物保

护过程中对人权的侵犯。③ 非法狩猎行为不一

定构成犯罪，突破审判阶段的暴力制裁毫无疑

问排除了司法过程，司法正义的匮乏会不断激

化社会矛盾并加剧保护机构和原住民之间的冲

突。 此外，由于野生动物的活动范围并不受国

边境线的限制，军事化反盗猎还隐含着随时触

发不必要的邻国战争的风险。

二、欧美式全球物种保护策略的

生成逻辑

　 　 欧美国家主导的全球物种保护策略曾在特

定时期推动了全球物种保护进程，但需要认识

到贯穿于其中的殖民逻辑。 物种保护渐趋成为

国际环境政治中的重要议题，为维护欧美国家

对全球物种保护策略的主导地位，欧美式策略

致力于在物种分布国推进狭隘的保护议程。

２．１　 策略的历史正当性

全球物种保护进程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

密切相关。 自 ２０ 世纪初欧美国家就是全球物

种资源的最大消费主体，长期主导着与物种资

源相关的国际条约。 这一时期欧美式物种保护

策略的目标并不是物种保护，而是聚集、占有狩

猎动物和最大化经济效益。 对于非洲大陆的物

种资源，１９００ 年 ５ 个殖民国家签署了《保护非洲

野生动物、鸟和鱼类的公约》，其首要目的是为

狩猎者、象牙商人和皮毛商人提供充足的货源；
１９３３ 年取代该公约的《关于保护自然状态下动

植物的公约》仍然系殖民国家间而非当地政府

间签署，并基于同样目的。 对于欧洲的物种资

源，１９０２ 年 １２ 个欧洲国家签署了《保护对农业

有益鸟类的公约》，以是否对农业有益将鸟类区

分为益鸟和害鸟，禁止捕杀益鸟而允许捕杀有

害的猛禽等。 ２０ 世纪 ３０—４０ 年代保护方法开

始有所转变，由单一的禁猎禁捕转向建立保护

区，但保护目的仍基于经济价值。 如《国际捕鲸

管制公约》在 １９４６ 年签署时并非旨在保护鲸，
而是为保护和开发鲸类资源建立一个控制捕鲸

的国际系统，以“规范捕鲸业的有序发展”。④

进入 ２０ 世纪 ６０—７０ 年代，保护目的由经济

开始转向生态，保护不再狭义地呈现为追求目

标物种的数量增加，还考虑与其相关的其他物

种。 例如 １９５７ 年的《保护北太平洋海狗临时公

约》要求“适当考虑北太平洋海狗与其区域其他

海洋资源的关系”；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由美国、苏
联、日本和澳大利亚分别签署的四个保护鸟类

双边公约也强调了鸟对自然环境的生态价值。
对物种种间关系和生态系统的保护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普遍化，公约范围也由区域扩展至

全球，１９８０ 年《保护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公约》提
出维持被捕捞种群和以其为生的种群间生态关

系。 早期坚持的绝对保护理念也在这一时期向

可持续发展理念转变，《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

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采用了合理利用与

保护相结合的方法；ＣＩＴＥＳ 亦强调以控制而非完

全禁止附录物种的国际贸易为目标。
可以看出，物种保护国际法规范的重点从

保护单一物种转变为保护种间及生态系统关

系，主要策略也由经济利益转向到严格保护，再
发展为两者相结合。 虽然欧美主导的保护策略

曾为全球物种保护规范的形成做出过积极贡

献，但有必要认识到此种“历史正当性”背后的

殖民逻辑。 物种保护议程的发展不仅依托于人

４８

①

②

③

④

ＵＮＯＤＣ， “Ｗｏｒｌｄ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Ｃｒｉｍｅ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２０”， Ｊｕｌｙ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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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理性和科学进步，还倚赖于广泛切实的国际

合作。 “欧美主导”在物种保护国际合作方面的

实现，压制了物种资源丰沛但政治经济实力较

弱的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主权，国际合作中的不

平等表明其中的殖民逻辑并没有因被殖民国家

的独立而消失，而是以“欧美主导”的方式得以

延续。

２．２　 贯穿策略的殖民逻辑

欧美式全球物种保护策略中的殖民逻辑离

不开对欧美殖民史的考察。 欧美式策略通过非

法化非西方的传统利用方式、合法化西方的传

统利用方式，借助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垄断物种

保护的知识话语，以及塑造物种分布国的无人

地理环境来干预被殖民国家的自然资源管理权

和分配权。
以狩猎这一利用方式为例。 本土狩猎

（Ｌｏｃａｌ ｈｕｎｔｉｎｇ）、精英狩猎（Ｅｌｉｔｅ Ｈｕｎｔ）最初只

是狩猎活动项下的不同分类，却经由殖民时期

走向了不同归宿。 原住民本土狩猎被贴上了盗

猎标签，而精英狩猎则演变为 ＣＩＴＥＳ 允许的合

法利用行为———纪念品狩猎（Ｔｒｏｐｈｙ ｈｕｎｔｉｎｇ）。
本土狩猎长期以来就是原住民的重要生产活

动、生计来源和文化实践，维系着原住民和本土

物种的紧密关系。① 不过，其由非正式制度确认

的合法性在殖民时期被打破。 以欧洲侵略非洲

为例，殖民者在垄断了农业、采矿业之后意图控

制非洲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管理权。 首先，殖
民者凭借“人类对所栖身、使用的土地负有开

发、垦殖的义务，而居无定所的游牧民族失于履

行这一义务”的国际法学说将原住民居住的土

地确认为无主土地，②并据此掠夺了其土地，以
建立土地私有制为名义将原住民从原定居土地

和野生动物栖息地上驱离。 其次，为最大程度

占有非洲本土物种资源，殖民者以保护为名义

将野生动物聚集区划为狩猎保留地（Ｇａｍｅ Ｒｅ⁃
ｓｅｒｖｅｓ），绝对禁止原住民在保留地狩猎。 坦桑

尼亚《野生动物保护政策》序言中就曾记载其第

一个狩猎保留区由德国殖民者于 １９０５ 年划定，
划定原因是该地区的大型动物集中度高，而不

是保护生物多样性。③ 再次，凭借方法的科学性

否定本土狩猎文化。 殖民者用火器和弹道学知

识来定义精英狩猎的科学性，④将原住民的陷

阱、诱捕网、弓箭等传统狩猎技术评价为原始和

非理性的。 借助殖民地立法赋予本土狩猎非法

评价，禁止原住民狩猎，例如肯尼亚自 １９３７ 年

起规定除为欧洲人当助手以外，禁止本地人

打猎。
与此同时，精英狩猎本就是欧洲本土属于

特定人群的一项特权运动。 ２０ 世纪 ３０—４０ 年

代自然保护主义兴起，为兼顾主流保护话语和

狩猎特权，精英狩猎衍生出纪念品狩猎，即获得

当地保护机构许可的职业猎人能够以商业目的

狩猎动物。 通过在立法中强调将出售许可证的

收益分给管理机构和当地社区，纪念品狩猎据

此获得合法性，成为欧美式策略和 ＣＩＴＥＳ 共同

认可的物种保护方式。 这意味着原住民几个世

纪以来从事本土狩猎的合法性、野生动物资源

的所有权及与狩猎文化相关的声望和地位都一

并被转移给了国际猎人。
正如福柯指出“每一个话语实践都由它所

形成的知识来确定”，⑤欧美殖民者通过移植物

种保护知识实现对殖民地保护话语的垄断。 殖

民者和原住民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有着不同的本

体论，塑造着不同的保护知识。 殖民者主张人

与自然二分的现代本体论，人类作为审视自然

的全能观察者，运用物种丰度等科学量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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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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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物种保护的基础，①自然与人分离意味着允

许通过物化“环境”、商品化“自然资源”等手段

实施保护。② 而原住民普遍将人类视为广泛意

义上的生物，是自然的积极参与者。 他们与土

地形成互惠关系，排斥将土地私有化或作为可

转让的财产。 本体论和知识上的不同本不是问

题，直到殖民者利用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创造出

具有目的性的“差异”，将本体论和知识上的差

异上升为“殖民者和原住民之间天然的差异，人
种上或种族上的差异”。③ 其带来的结果是，殖
民者的保护知识成为当然的主流知识被专制地

强加于所有地区，即便主流体系外的原住民知

识亦能为本土物种保护带来积极影响，但仍以

“无关紧要的、低于科学和一般认知水平的”④否

定评价被剥夺知识资格。 保护话语的垄断不仅

给予了殖民者以知识权威，也回馈给这些主流

知识生产者以权力，极大地便利了欧美发达国

家对发展中物种分布国自然资源管理权的长期

干涉。
此外，本质上欧美式策略对“没有人类活动

痕迹的自然状态”的塑造仍是殖民者“对殖民地

地理空间和社会的控制与改造”。⑤ 原住民的存

在和需求被剥离出非物种分布国公众的认知，
多被刻画的是魅力物种在其自然分布地区惨遭

盗猎，而较少提及共处同一生存空间面临人兽

冲突和生计困境的原住民。 场景塑造中，原本

在实质上过度消耗了该地区物种资源的责任主

体殖民者，摇身一变成为物种保护的有力推动

者，而以物种资源为生计的原住民则被视为物

种和栖息地的威胁。 后者的反抗甚至被简单描

述为由不文明过渡至文明社会期间必经的道德

失范和改革阵痛。

２．３　 策略的演绎趋势

近四十年来，随着物种资源生态、经济价值

的增加，拥有丰沛物种资源的发展中国家国际

地位的改善，物种保护渐趋成为国际环境政治

中愈发重要的议题。 对此，欧美发达国家试图

维护其在该议题方面的主导地位，以实现对全

球物种资源的管理和控制，主要表现为推进狭

隘的物种保护议程以妨碍和干预发展中物种分

布地区的治理能力。
欧美式全球物种保护策略主要借助 ＣＩＴＥＳ

推动其狭隘的物种保护议程，主要内容是坚持

严格保护，反对和阻碍物种分布国适用可持续

贸易、捕获、种群控制等消耗型利用的保护方

式。 事实上，可持续利用早已是物种保护类国

际公约达成共识的保护方式之一。⑥ 欧美的国

内物种保护策略也认可并允许在适用消耗型可

持续利用的保护方式。 如欧盟现行有效的《欧
盟野生动物贸易条例》中明确写道，“虽然不可

持续的野生动物贸易会导致生物多样性的丧

失，但可持续的和受到良好监管的贸易可以成

为保护的积极力量”，并为公众如何开展野生动

物贸易制作了精细化的指南。⑦ 面对公众对美

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ＮＯＡＡ）不采取鱼翅

贸易禁令、而采取“鲨鱼必须自然附着着鱼鳍上

岸”的鱼翅法令保护鲨鱼种群的质疑时，该管理

局的回应是“尽管过度捕捞、栖息地丧失以及其

他行为已经极大地减少了部分鲨鱼种群，但所

有鲨鱼都濒危是一个普遍的误解，近几十年来

严格的渔业管理使得美国的鲨鱼数量正在回

升。 阻止美国渔民出售鱼翅并不一定会减少鲨

鱼的捕捞量，它只会限制住可持续捕捞鲨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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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和 １９９２ 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等，都明示或默示可持续利

用、合理利用作为一种保护方式。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ｔｒａｆｆｉｃ．ｏｒｇ ／ ｎｅｗｓ ／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ｔｈｅ－ｅｕ－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ｔｒａｄ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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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部分。 禁止鱼翅贸易还会促使渔民在可持

续捕捞渔业中做出丢弃鱼鳍的浪费行为，大幅

减少渔民群体的收入……因此美国对鲨鱼的可

持续管理不需要鱼鳍贸易禁令”。① 此外，狩猎

收益在北美一直被视为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资

金来源，每年美国和加拿大的狩猎收益可为野

生动物管理和栖息地保护贡献数亿美元。②

事实上，ＣＩＴＥＳ 并不反对消耗型可持续利用

方式，其承认良好的可持续国际贸易能够为物

种来源国、当地社区、消费国、全球经济以及物

种本身的种群安全带来好处。 但欧美式策略正

推动 ＣＩＴＥＳ 偏离可持续贸易的立场，使物种议

题渐趋成为打压他国物种保护能力的贸易制裁

工具。 以长颈鹿的保护为例，长颈鹿 （ Ｇｉｒａｆｆａ
ｃａｍｅｌｏｐａｒｄａｌｉｓ）广泛分布在非洲南部和东部，在
非洲西部和中部有较小种群。 科学评估显示近

几十年东部非洲的长颈鹿数量大幅减少，其中

一个亚种的数量从 １９７９ ／ １９８１ 年的 ２０ ５７７ 头减

少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６５０ 头；中部非洲的长颈鹿数量

也减少至历史评估的一半；西部长颈鹿数量有

所增加，从 ５０ 头增加到 ４００ 头，但仍维持在低

位；南部非洲的长颈鹿数量明显增加，两个亚种

分别由历史估计的 ５ ０００ 头和 ８ ０００ 头增加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１３ ０３１ 头和 ２１ ３８７ 头。③ 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８ 次缔约方大会上肯尼亚等东、中、西非六国发

起了将长颈鹿所有种群列入 ＣＩＴＥＳ 附录Ⅱ的提

案。④ 种群数量普遍增加的南部非洲国家表示

反对，认为应将南部非洲的长颈鹿种群排除在

附录之外，因为若列入附录则南部非洲现行有

效的本土可持续管理方案将会受到阻碍，如长

期以来种群数量持续增加的纳米比亚允许合法

捕猎长颈鹿。 尽管缔约方存在共识，认为造成

长颈鹿种群数量减少的原因是栖息地丧失、内
乱、盗猎及生态变化而非贸易，但最终还是以多

数票通过了这一提案。 这意味着欧美主导的国

际立场认可了种群保护不力地区倡导的严格保

护方案，而否定了保护成果良好的分布国采取

的可持续管理方案。 这显示出欧美式策略主张

的狭隘保护议程，不是依据种群间差异和地区

管理方式不同选取因地制宜的最佳保护方式，

而是以一味减少或禁止可持续利用的方式向保

护成果良好的物种分布国施加更为严苛的保护

压力。

三、欧美式全球物种保护策略的

失灵原因

　 　 殖民逻辑和狭隘的保护议程最终引发欧美

式全球物种保护策略的失灵。 失灵原因包括对

物种保护理念的异化，对致物种濒危真实因果

关系的混淆和简单推定，以及欧美国家利用其

主导优势和灵活解释对 ＣＩＴＥＳ 规则在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平等适用的不断干涉。

３．１　 对保护理念的异化

近一个世纪的全球物种保护实践已经证

明，“强烈的保护主义对实现初衷而言是一个障

碍而非优点”。⑤ 然而，欧美式策略为实现其主

导目的倾向于将已达成共识的保护与可持续发

展相结合再次转向严格保护。 相较于政府组

织，严格保护在非政府组织的主张中较为常见。
非政府组织在参与国际环境政治过程中曾发生

过多次模式转向，由单一对抗型转向单一合作

型再发展为对抗和合作组成的混合型关系模

７８

①

②

③

④

⑤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 Ｈｏｗ Ｏｕｒ Ｓｈａｒｋ Ｆｉｎｎｉｎｇ
Ｂａｎ Ｈｅｌｐ Ｕｓ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ｙ Ｍａｎａｇｅ Ｓｈａｒｋ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ＮＯＡＡ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１， ２０２０， Ｌａｓｔ ｕｐｄａｔｅｄ ｏｎ Ｍａｙ ２６，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ｎｏａａ．ｇｏｖ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ｔｏｒｙ ／ ｈｏｗ－ｏｕｒ－ｓｈａｒｋ－ｆｉｎｎｉｎｇ－ｂａｎ－ｈｅｌｐｓ－
ｕｓ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ｙ － ｍａｎａｇｅ － ｓｈａｒｋ －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ｆｒｏｍ ＝
ｇｒｏｕｐｍｅｓｓａｇｅ＆ｉｓａｐｐ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ｄ ＝ ０．

Ｅｄｗａｒｄ Ｂ． Ａｒｎｅｔｔ， Ｒｏｂ Ｓｏｕｔｈｗｉｃｋ，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Ｈｕｎｔｉｎｇ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７２， Ｎｏ．５， ２０１５， ｐｐ．７３４－７４５．

Ｚｏｅ Ｒａｗ， Ｆｒｅｄ Ｂｅｒｃｏｖｉｔｃｈ， Ｊｕｌｉａｎ Ｆｅｎｎｅｓｓｙ，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ｒｏｗｎ， “ Ｇｉｒａｆｆａ Ｃａｍｅｌｏｐａｒｄａｌｉｓ． Ｔｈｅ ＩＵＣＮ Ｒｅｄ Ｌｉｓｔ ｏｆ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２０１６”， ＩＵＣＮ，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ａｔｅ．
ｎｅｔ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３１１４９４６７２．

肯尼亚等六国建议将长颈鹿列入 ＣＩＴＥＳ 附录的提案，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 ｆｏｒ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ｐｐｅｎｄｉｃｅｓ Ｉ ａｎｄ ＩＩ”，
ＣＩＴＥＳ， Ｍａｙ ２３，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ｃｉｔｅｓ．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ｅｎｇ ／
ｃｏｐ ／ １８ ／ ｐｒｏｐ ／ ０６０３１９ ／ Ｅ－ＣｏＰ１８－Ｐｒｏｐ－０５．ｐｄｆ．

［法］皮埃尔·玛丽·杜普、［英］豪尔赫·Ｅ．维努阿莱斯

著，胡斌、马亮译：《国际环境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２１ 年

版，第 ２３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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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① 因此，“严格保护”也成为国际非政府组织

为增强其物种保护参与度和欧美国家共同推进

狭隘保护议程时的主张，这在更大程度上影响

着全球物种保护规范。 一方面，通常由国际非

政府组织发起严格保护的主张，持续渲染道德

化的思考方式，使人们倾向于保护感官上更能

共情的物种，而不是关注根据统计数据确认的

濒危物种；②另一方面，对严格保护的宣传并不

向公众提及维持这一保护策略的长期成本和损

害牺牲是由物种分布国、原住民和乡村社区在

承担。
道德化的思考方式和非理性的共情易使保

护实践偏离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科学视

角。 相较于关注实质上种群状况更濒危的物

种，如两栖爬行类，人类更关注更符合自身审美

的哺乳类。 在可持续利用方面，人们对利用不

受关注的濒危物种不持异议，但当用同样方式

保护大型魅力物种如象、犀和虎等时，可持续利

用和合法贸易就被置于道德失范的处境。 以澳

洲咸水鳄（Ｃｒｏｃｏｄｙｌｕｓ ｐｏｒｏｓｕｓ）为例，由于种群数

量下降，咸水鳄全部种群在 １９７５ 年被列入

ＣＩＴＥＳ 附录Ⅱ，１９７９ 年升入附录Ⅰ（巴布亚新几

内亚种群除外），１９８２ 年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ＩＵＣＮ）红色名录评级为濒危，１９８５ 年澳大利亚

种群被降为附录Ⅱ，１９９６ 年因种群状况恢复良

好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中降为无危。
澳洲咸水鳄的种群恢复源于与生计相结合的可

持续利用项目，土著社区被允许参与鳄鱼捕捞，
同时国际市场对可持续野生鳄鱼皮来源的稳定

需求促进了鳄鱼产业，这为当地社区提供就业

机会和社会福利，大大提高了当地社区对出没

于人类定居点、威胁人和牲畜的咸水鳄的容忍

度，而鳄鱼栖息地也得到有效管理和保护。③ 然

而，欧美式策略却不允许将咸水鳄的成功经验

扩展至与咸水鳄种群情况类似的非洲象、南白

犀身上。 欧美非政府组织曾于 １９８８ 年发起国

际大象年、２０１１ 年发起国际犀牛年，坚持只有全

面禁止贸易才能拯救这些魅力物种。
严格保护未必会产生良好的保护效果，此

外将过多资源集中于特定物种不仅分散了可用

于保护其他物种的资金，还使特定物种异化为

非政府组织的筹资工具，更加远离科学保护。
参与大象运动的世界自然联盟（ＷＷＦ）在 １９８８
年之前还在声援“购买象牙制品以保护大象”，
而当察觉到象、犀牛、老虎等魅力物种正在日益

成为保护组织吸引筹资的重要工具时，骤然转

变其保护立场。④ 驱动此类非政府组织推进保

护议程的原因不是以坚持科学方法帮助目标物

种获得最优保护，而是目标物种能够带来的潜

在利益。 这促使部分国际非政府组织借助

ＣＩＴＥＳ 缔约方大会观察员的身份，利用舆论宣传

最大限度地推动目标物种列入或在附录内升

级，并将此视作保护运动的胜利。⑤

３．２　 对真实因果关系的混淆

狭隘保护议程的推进常伴随“没有买卖就

没有杀害”这一口号，简单推定了“需求导致买

卖、买卖导致盗猎、盗猎导致种群濒危”的因果

关系，从而将禁贸和反盗猎作为最有效的保护

策略。 但这一口号缺乏证据和数据支持。 以非

洲象保护为例。 自 １９８９ 年大象保护运动始至

今，该口号为非物种分布地区的公众刻上了非

洲象因严重盗猎致种群濒危的牢固印象，继而

维持着 ＣＩＴＥＳ 中的贸易禁令。 然而，造成近年

来非洲象数量下降的原因不止有盗猎，还有同

样值得关注的栖息地丧失和人象冲突。 此外，
不同地区的象群受威胁原因并不相同。 如表 ２

８８

①

②

③

④

⑤

李建福：“国际环境政治中非政府组织功能剖析”，《太平

洋学报》，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第 ５４－６６ 页。
Ａｎｄｒｅａ Ｓ Ｇｒｉｆｆｉｎ， Ａｌｅｘ Ｃａｌｌｅｎ， Ｋａｙａ Ｋｌｏｐ － Ｔｏｋｅｒ， ｅｔ ａｌ，

“ Ｃｏｍｐａｓｓｉｏｎａｔ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Ｃｌａｓｈｅ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Ｅｍｐａｔｈｙ， Ｃｏｍｐａ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ｒ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Ｄｒｉｖ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ｉ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１１，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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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ｐｐｅｎｄｉｃ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Ｌａｗ ＆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２２，
Ｎｏ．２， ２０１９， ｐｐ．９０－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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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占非洲大陆象群总数 ７０％的南部非洲象

群仅占总活动面积的 ４２％，象均活动面积远低

于其他非洲象群。 因此南部非洲象群的最紧迫

威胁不是盗猎，而是因象群密度过高带来的一

系列挑战。 高密度象群超出了栖息地原有的生

态承载力，引发栖息环境的生态退化，进而减少

了象群可获得的食物、水源，部分从保护地出走

的象群会因破坏当地农牧民的生命财产面临报

复性杀害。 拥有象群总数 ３％的西部象群受威

胁原因亦不是盗猎，而是人口和发展需求的增

加对栖息地的占用。 事实上，共拥有象群总数

２６％的东部、中部象群的受威胁原因才是盗猎

影响严重，同时盗猎并非唯一原因，中部象群还

受到国内不稳定和战争等因素的影响。 但欧美

式策略对反盗猎和禁贸的绝对关注使人们疏于

认识到其他重要原因，以至于凭“一刀切”的策

略主导着整个非洲象群的保护。

表 ２　 ２０１６ 年非洲象群的分布状况及受威胁原因

象群数量 ／

总数量

象群活动范围面积 ／

总面积
象群受威胁的主要原因

南部非洲象群 ７０％ ４２％ 高密度象群带来的挑战最为常见；盗猎风险增加但影响较小

东部非洲象群 ２０％ ２８％ 受盗猎影响最为严重

中部非洲象群 ６％ ２５％ 受到以象牙为目标的盗猎影响严重；国内不稳定和战争

西部非洲象群 ３％ ５％ 多国因人口增加和发展基础设施造成的采矿、伐木、农业需求占用自然区域

　 　 资料来源：“Ａｆｒｉｃａｎ Ｅｌｅｐｈａ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６”， ＩＵＣＮ，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ｐｏｒｔａｌｓ． ｉｕｃｎ． ｏｒｇ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ｓｉｔｅｓ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ｆｉｌ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ＳＳＣ－ＯＰ－

０６０＿Ａ．ｐｄｆ。

　 　 因此，欧美式策略对特定物种濒危原因的

简单推定遮蔽了真实的因果关系。 不仅使保护

策略偏离了改善种群状况的真实需要，还会增

加物种分布国不必要的管理成本，最终无益于

该物种的长期保护。 同时，混淆因果关系使国

际公众陷入对物种保护责任主体、义务主体的

错误认知，将直接责任归于保护地周边的农牧

民，而忽略了长期以来欧美殖民者对野生物种

及制品的巨量消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需

要等与公平正义密切相关的多重原因。

３．３　 对贸易规则的不平等应用

ＣＩＴＥＳ 作为物种领域最具强制力的国际公

约，五十年的发展尚未实现充分平衡发展中国

家与发达国家间的合理需要。 早期过度消耗致

本土物种灭绝的发达国家是物种标本的消费

国，往往主张减需、限制或禁止贸易；物种资源

丰富但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多为物

种标本贸易的出口国，希望通过可持续贸易提

高国民生活水平和本国治理能力。 当前 ＣＩＴＥＳ
更偏向于物种消费国的利益和意志，公约决议

多为物种“进附录”或“附录内升级”，而甚少考

虑物种分布国的实际需要和促进可持续贸易以

从根本上改善发展中国家的保护能力。① 在欧

美式全球物种保护策略的主导下，ＣＩＴＥＳ 的适用

呈现出默许欧美国家为获取利益的利用而激烈

反对发展中国家为维持生计的利用，加剧了两

类主体过程参与能力上的不平等。
ＣＩＴＥＳ 附录物种的“进出”“升降”须经由缔

约方向大会提交关于修改附录Ⅰ、附录Ⅱ物种

的提案，提案经参与投票缔约方的三分之二多

数通过后，才能完成对附录物种或种群的修订。
因此历届 ＣＩＴＥＳ 缔约方大会的物种提案数量和

表决通过率是观测各缔约方在濒危野生物种保

护领域影响力大小的重要指标。 根据统计，英
国、美国和欧盟是提交提案数量最多的国家和

区域，通过率更高的联合提案数量占比呈上升

趋势，而联合提案的增多与欧美单独提案的减

９８

① 马忠法、许子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贸易监督机制研

究”，《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第 ４７－
５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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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呈正相关性。① 值得注意的是，欧美国家发起

的提案并不仅涉及其本土物种，还包括分布于

非洲、亚洲和南美洲的野生生物。 这意味着其

影响力和目标不限于本土物种，还聚焦于影响

他国分布物种的管理策略。
此外，欧美国家更胜一筹的规则解释和运

用能力加剧了规则适用的不平等。 欧盟依托

ＣＩＴＥＳ 限制盟外国家对欧洲鳗鲡的利用和贸易，
不仅获得了物种保护的道德优越性，还实现了

贸易利益和物种价值在欧洲内部的聚合。 随着

野生 种 群 数 量 下 降， 欧 洲 鳗 鲡 （ Ａｎｇｕｉｌｌａ
ａｎｇｕｉｌｌａ）于 ２００８ 年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

录评级为极度濒危，２００９ 年被列入 ＣＩＴＥＳ 附录

Ⅱ，２０１０ 年欧盟禁止欧洲鳗鲡的进出口，但仍然

允许欧盟内部鳗鱼的合法捕捞和消费。 全球鳗

鱼供应中 ９６％以上来自水产养殖，但因成年欧

洲鳗鲡尚无法在人工饲养环境中成功繁殖，水
产养殖的鱼苗来源仍是野外种群，即捕捞到达

欧洲和北非河口处的幼鱼玻璃鳗鱼。② 部分养

殖户的玻璃鳗鱼库存来源非法，世界野生动植

物罚没数据库（Ｗｏｒｌｄ ＷＩＳＥ）的数据显示大部分

非法玻璃鳗鱼来自西班牙、法国和葡萄牙等传

统来源国，并发现部分鳗鱼养殖者和贸易商正

在不知不觉中成为非法出口玻璃鳗鱼的共犯，
即欧洲内部的合法贸易可能正在为非法捕捞和

非法出口提供掩护。 然而，欧盟并未据此调整

过自 ２０１０ 年后的贸易策略或向 ＣＩＴＥＳ 秘书处

提交禁止欧洲内部贸易的提案，数据显示欧洲

鳗鲡产量在 ２０１０ 年禁止从欧盟进出口后的前

两年轻微下降，但之后逐年增加并在 ２０１６ 年达

到新高。③这说明即便合法贸易可能在一定程度

上掩护非法贸易，但总体可控的合法贸易仍能

发挥提高种群数量的作用，并为物种所在地区

提供可观收入。
然而拒绝因噎废食的立场没有被同等适用

于发展中国家。 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Ｔｏｔｏａｂａ
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ｉ）曾广泛分布在墨西哥加利福尼亚

湾，因种群数量迅速减少，１９７５ 年墨西哥禁止了

对石首鱼的商业捕捞，１９７６ 年石首鱼被列入

ＣＩＴＥＳ 附录Ⅰ，１９８６ 至 １９９４ 年被世界自然保护

联盟红色名录评级为濒危，１９９６ 年至 ２０１０ 年被

评级为极度濒危，２０２０ 年降为易危。④ 经过二十

年来的人工繁育努力，墨西哥已获得成熟的石

首鱼繁育技术，自 ２０１８ 年开始向秘书处提交将

地球海洋农场（Ｅａｒｔｈ Ｏｃｅａｎ Ｆａｒｍ）注册为以商

业目的繁育石首鱼的人工繁育场所的申请。 该

申请直到 ２０２２ 年 ＣＩＴＥＳ 第 ７４ 次常委会上才获

得通过，并伴随着美国、以色列、澳大利亚等常

委会代表的激烈反对。⑤ 讽刺的是，反对意见称

若批准该注册合法则会掩护非法来源进而加剧

非法捕捞，但欧洲鳗鲡的案例早已证实此类推

测与种群恢复无直接关联。 事实上，激烈反对

的背后是部分发达国家试图掩盖石首鱼濒危的

多重原因。 已有不少科学家研究确认石首鱼的

繁殖周期和生长速度与加州湾入海口的盐度密

切相关，即美国在科罗拉多河上筑坝对淡水资

源的截流导致入海口盐度大幅增加造成了石首

鱼栖息地的严重退化，足以被视为独立于过度

捕捞的致石首鱼种群数量下降的重要原因。⑥

墨西哥执行了近几十年保护区和商业捕捞禁

０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姜南、王邱文：“ＣＩＴＥＳ 缔约国大会历届提案的简要数据

分析”，《野生动物学报》，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第 １１０８－１１１４ 页。
ＵＮＯＤＣ， “Ｗｏｒｌｄ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Ｃｒｉｍ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Ｊｕｌｙ ９， ２０２０，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ｏｄｃ． ｏｒ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ｄａｔａ － ａｎｄ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 ２０２０ ／
Ｗｏｒｌｄ＿Ｗｉｌｄｌｉｆｅ＿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２０＿９Ｊｕｌｙ．ｐｄｆ．

ＵＮＯＤＣ， “Ｗｏｒｌｄ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Ｃｒｉｍ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Ｊｕｌｙ ９， ２０２０，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ｏｄｃ． ｏｒ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ｄａｔａ － ａｎｄ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 ２０２０ ／
Ｗｏｒｌｄ＿Ｗｉｌｄｌｉｆｅ＿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２０＿９Ｊｕｌｙ．ｐｄｆ．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对濒危等级的评定分为：数
据缺乏（ＤＤ）、无危（ＬＣ）、近危（ＮＴ）、易危（ＶＵ）、濒危（ＥＮ）、极危

（ＣＲ）、野外灭绝（ＥＷ）和灭绝（ＥＸ），故石首鱼从濒危到极危是种

群状况在恶化，而从极危到易危是种群状况得到良好改善。 石首

鱼的评级信息，Ａｕｇｕｓｔ ２１，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ｕｃｎｒｅｄｌｉｓｔ． ｏｒｇ ／ ｓｐｅ⁃
ｃｉｅｓ ／ ２２００３ ／ ２７８０８８０．

Ｓｅｖｅｎｔｙ － ｆｏｕｒｔｈ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Ｌｙｏｎ
（Ｆｒａｎｃｅ）， “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ＲＥＣＯＲＤ”， Ｍａｒｃｈ ７－ １１，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ｃｉｔｅｓ．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ｅｎｇ ／ ｃｏｍ ／ ｓｃ ／ ７４ ／ ｅｘｓｕｍ ／ Ｅ － ＳＣ７４ － ＳＲ．
ｐｄｆ。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 ＣＩＴＥＳ 秘书处再次以墨西哥提交的石首鱼

计划不充分为由暂停了墨西哥 ＣＩＴＥＳ 附录物种的商业贸易。
Ｋｉｒｓｔｅｎ Ｒｏｗｅｌｌ， Ｋａｒｌ Ｗ． Ｆｌｅｓｓａ， Ｄａｖｉｄ Ｌ． Ｄｅｔｔ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Ｄｉｖｅｒ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ｒａｄｏ Ｒｉｖｅｒ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ａ Ｄｒａｍａｔｉｃ Ｌｉｆ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ｈｉｆｔ ｉｎ
ａｎ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Ｍａｒｉｎｅ Ｆｉｓｈ”，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１４１， Ｎｏ．
４， ２００８， ｐｐ．１１３８－１１４８． Ａｌｓｏ ｓｅｅ Ａｎｄｒéｓ Ｍ． Ｃｉｓｎｅｒｏｓ－Ｍｏｎｔｅｍａｙｏｒ
ａｎｄ Ａｍａｎｄａ Ｖｉｎｃｅｎｔ，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Ｆｌａｇｓｈｉｐ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ｓ Ｋｅｙｓ ｔｏ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ｕｌｆ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ｏｌ．２１， Ｎｏ．２，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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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而上游使河口盐度增加造成石首鱼栖息地

恶化的美国却从未为改善石首鱼生境调整过本

国对淡水资源的占用，并在墨西哥的人工繁育

合法贸易被证明能增进野外保护时激烈反对其

适用。 美国曾在《濒危物种法案》与对本国经济

贡献巨大的休闲渔业冲突时，明确政策目标为

解决冲突而非纯粹保护物种，并称可持续的休

闲渔业不会有碍于物种恢复，甚至取消了不必

要的捕捞限制。① 因而美国明知近几十年的贸

易禁令已对墨西哥渔民和渔业造成巨大生存压

力，却仍在国际上坚持被本国视为“错误做法”
的策略。

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欧美式策略下 ＣＩＴＥＳ 的

履约概况，当物种与欧美国家自身利益密切相

关时便坚持可持续利用原则；当物种与其无关

时便否认可持续利用原则，并推进狭隘的保护

策略影响其他物种分布国的资源管理权和发展

权。 贯穿这一狭隘策略的逻辑仍是对物种资源

商品化利益的独占，如仅 １９８１ 年美国进出口野

生物种及制品的价值就超过了 ９．６２ 亿美元。②

倡导禁令的欧美国家早在殖民时期就通过控制

原住民的本土资源完成了物种资源商品化的巨

额原始积累，如 １８５７—１８７６ 年间从非洲运往欧

洲的象牙有 ６１４ 吨，运往印度的 １００ 吨，运往美

国的 ６０ 吨。③ 但在发展中国家相继独立后，前
者却完全否定后者贸易本国物种的权利，而狭

隘保护议程的成本和损害正由无决策权的物种

分布国原住民承担。④

四、全球物种保护策略的合理路径

欧美式策略始于不平等的殖民关系，发展

于对不平等权力关系的间接维护。 这一策略不

仅有碍于真正实现全球物种保护，还将发达国

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保护合作者身份异化为

后者作为前者的管理对象。 当前的全球物种保

护策略亟待调整，以扭转策略失灵局面。

４．１　 践行物种分布国是最好的保护者

首先，ＣＩＴＥＳ 和《保护迁徙野生动物物种公

约》早在其序言中承认物种分布国及其人民是

其本土野生动植物的最好保护者，践行这一宗

旨的前提是帮助物种分布国获得可持续的治理

能力而不是干预其资源管理权。 以肯尼亚为

例，肯尼亚所在东非大陆曾是整个非洲分布大

型物种种群最多的区域，自英国殖民后因多重

因素肯尼亚的物种种群呈断崖式下跌，至今仍

未恢复往昔盛况，并长期成为欧美动物保护组

织在非洲的驻扎地。 事实上在 １９８９ 年发起贸

易禁令之前，不少肯尼亚本土专家和保护人士

反对禁令，赞同南部非洲可持续贸易的主张。
但在欧美国家及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游说下，质
疑象牙禁令的野生动物保护部部长佩雷斯·奥

林多在递交提案前三周被革职，由支持象牙禁

令的理查德·里奇接任。 里奇和肯尼亚被承诺

若支持禁令将获得 １．５ 亿美元的保护计划筹资，
若禁令成功将再次获得美、英、德等国和世界银

行的 １．５ 亿美元共同捐赠，这笔钱远超非洲其他

国家用于保护的必要金额。⑤ 然而，巨额捐赠并

未帮助肯尼亚收获良好的保护效果，反而加剧

了本国曾回避的盗猎严重的根源问题———官员

与外贸商、盗猎者沆瀣一气，贪腐和治理能力脆

弱。 相较而言，南部非洲国家对可持续贸易立

场的坚持不仅取得了非洲象保护的良好收效，
还维护了与保护能力相挂钩的国家主权。 这使

他们避免了因无力保护本土物种被迫接受国际

援助进而丧失本土资源的管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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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 ／ ｐｄｆ ／ ９６－１３６７８．ｐｄｆ．

［英］西蒙·李斯特著，杨延华、成志勤译：《国际野生生

物法》，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２ 年版，第 ２１３ 页。
［苏］苏斯曼诺维奇著，文志玲译：《帝国主义对非洲的瓜

分》，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６２ 年版，第 ６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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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可持续管理能够缓和人兽冲突、维持

并增进原住民生计来源，与物种分布国保护好

本土物种相辅相成。 ＣＩＴＥＳ 就曾运用可持续贸

易成功恢复了小羊驼种群。 小羊驼（Ｖｉｃｕｇｎａ ｖｉ⁃
ｃｕｇｎａ）分布在南美洲高海拔地区，２０ 世纪中期

因驼毛纤维贸易失控致种群数量减少，１９６９ 年

秘鲁和玻利维亚承诺 １０ 年内禁止狩猎小羊驼

和驼毛贸易。 １９７５ 年小羊驼被列入 ＣＩＴＥＳ 附录

Ⅰ，随着安第斯山脉分布区种群的恢复，阿根

廷、玻利维亚等部分种群分别于 ２００２ 年、２００７
年降为附录Ⅱ，允许可持续使用和贸易。 １９７９
年安第斯山脉上小羊驼的分布国共同签订的

《小羊驼保护和管理公约》至今仍是分布国开展

小羊驼保护和管理合作的重要框架，公约第一

条就明确 “为了安第斯人民的利益使用小羊

驼”。 驼毛纤维贸易是玻利维亚最贫困的群体

山区原住民的重要收入来源，原住民广泛参与

到小羊驼的保护与管理中，如收集和储存驼毛

纤维，可持续的驼毛贸易不仅有效减少了盗猎、
农牧业对栖息地的侵占，还惠及到本土其他野

生生物的保护，甚至复兴了原住民传统文化。①

在 １９８２ 和 １９９４ 年被评级为易危的小羊驼于

２０１８ 年降为无危，且种群数量仍在增加。 若没

有可持续贸易，与小羊驼共存的原住民将失去

收入来源，缺乏保护小羊驼的动力和能力，可能

再次引发盗猎使其陷入濒危。
再次，物种分布国保护本土物种的长期实

现还需要平等的国际秩序和公正的参与过程予

以保障。 当代国家主权的概念不是绝对和不受

束缚的，②但国家间的权力不平等仍需要在法律

上得以矫正，确保物种分布国对本土自然资源

的管理权和分配权。 这需要在生物多样性公

约、ＣＩＴＥＳ 等国际法规范中对其主体地位和权利

作出法律确认，不只是形式承认，还应伴随公约

适用、过程参与等实质方面上的确认。 如考虑

将 ＣＩＴＥＳ 中按照缔约国身份确定投票比例的规

则调整为酌情参考物种分布数量确定比例，能
够在敦促物种分布国积极保护本土物种的同

时，避免欧美国家联合小种群国家推行不合理

的“一刀切”保护策略。

４．２　 坚持多元化的全球物种保护策略

首先，多元化的保护策略能够满足科学性

要求。 欧美式策略通常要求对特定物种的所有

种群适用同种保护策略，表面上的合理性掩盖

了事实上科学性的匮乏。 科学的物种保护策略

并非将物种整体数量的无限增长作为保护目

标，而是旨在恢复物种中面临生存危机的种群。
对于种群状况良好的地区需要在维持向好发展

的同时，考虑栖息地的承载力和种间关系。 物

种保护的最终目标仍须服务于保护生物多样

性、生态系统完整性。 因此，面对栖息地丧失、
非法贸易等共同挑战，不论是采取全面保护的

小种群分布区，还是采取可持续利用与保护相

结合的种群丰沛分布区，都能促进本土种群的

有效恢复。 欧美式全球物种保护策略失灵的原

因不在于其仅支持了前者而非后者，而是应当

允许多种保护策略共存，即允许物种分布国基

于本国种群情况采取因地制宜的保护和管理

措施。
其次，科学的全球物种保护策略需要视角

的多元化，保护物种不仅需要关注物种，还需要

关注人与物种的动态关系。 保护实践本质上是

一个社会和政治过程，必须充分考虑保护策略

对经济、政治以及生态环境的影响，包括了广泛

的利益相关者和社会公共利益。③ 不论是地理

距离还是社会关系，原住民都是距受保护物种

最近的主体，也是受保护影响最直接的主体。
原住民也享有发展权，给予其的补偿应当超过

其受到的损失，这远非“贸易禁止”“反盗猎”等
指令就能实现。 小羊驼的成功案例已有所启

示，原住民社区的切实参与很大程度上影响着

２９

①

②

③

ＣＩＴＥＳ ＆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ｓ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２０１９， “Ｈａｒｖｅｓｔ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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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ｎｇ＿Ａｕｇ２．ｐｄｆ．

［英］帕特沙·波尼、埃伦·波义尔著，那力、王彦志、王
小钢译：《国际法与环境（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
第 １２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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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保护效果，可持续贸易能够提高当地社区

的生计水平并反哺保护项目，这需要当地政府

为原住民社区维持一个合法稳定的国际市场做

出长期努力。
再次，多元化保护的实现需要保障知识的

平等性。 知识的去中心化并不否定科学的保护

方法或已形成的共识，而是强调承认全球物种

保护知识的平等性。 当代关于生物多样性的研

究中欧洲来源占比 ３１．２％、北美占 ２３．２％，欧洲

和北美是主要的研究成果输出地，而亚洲和非

洲则是主要的研究成果输入地。① 欧美国家也

垄断着全球盗猎知识的供给，英美等发达国家

多以研究者身份出现，而研究对象主要是非洲、
南美洲和东南亚国家而非本国区域，研究者较

少研究差异化的盗猎动机而惯于使用北方理论

解释南方盗猎现象。② 全球物种保护知识的不

平衡无疑会影响各地区的保护进展和效果，并
加固国际社会对发展中国家保护能力的偏见。
被边缘化的发展中国家、原住民等对欧美式策

略的反抗并不是反对科学的概念、内容和方法，
而是反对“中心化的力量所导致的后果”。③ 这

些力量与当前国际上物种保护的协商机制和权

力等级秩序有关。 因此，有必要将长期受到否

定的物种分布国及原住民的知识、文化从历史

压制中解放出来，确保其潜在价值体系和合理

诉求得到实质性的表达和回应。 首先确保这些

群体实质性参与的前置条件，即长期被欧美式

保护策略边缘化的利益相关者是否被给予了自

由表达需求的能力、是否身处能保障其真实表

达后果的安全环境。
最后，多元化保护的实现需要改良欧美式

策略在全球物种保护策略中的专制地位。 物种

保护领域正义价值的实现应当是多种价值统一

体的实现。 人们与生物建立联系的方式多种多

样，取决于他们的价值体系、经验和与自然合作

的能力。 物种分布国的保护方法与西方认可的

主流保护方法并不截然对立，而是互补关系。
主流保护方法中的成本效益分析、私有财产制

等不足以充分化解物种分布地区的人兽冲突和

保护下的文化冲击等问题，但长时间积淀形成

的本土策略则可能蕴含了更多可行方案。

结　 语

欧美式全球物种保护策略的失灵不是偶然

事件，是长期权力不平等结构下的必然结果。
它再一次展示了殖民主义在当代是如何通过垄

断保护话语、定义实践活动、主导规则制定抹去

了物种分布国、原住民与本土物种形成的长期

关系，实现对他国本土自然资源管理权、分配权

的控制。 物种保护从来就不是仅基于道德良善

的形而上的讨论，也不是仅基于科学知识的纯

粹生态问题，更不应当是国家间用以实施文化、
经济、政治制裁的工具。 其与生活在周遭的原

住民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与物种分布国能

否切实构建出“保护收益回流至物种保护”并形

成稳态循环有关，与能否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

一个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国际秩序有关。 实现

真正的物种保护目标需要识别和摒弃欧美式策

略中的殖民逻辑，坚持物种分布国是最好的保

护者，并共同构建更加平等、科学、公正的多元

化全球物种保护策略。
编辑　 邓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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